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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新时代的劳工问题，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经典理论遭遇

“中国特色”的诸多挑战。本文从社会结构性视角探讨权力、资本和劳工的关

系与互动，讨论在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与转型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公

民社会的生成有着怎样的关系。研究认为，对工人而言，公民的基本权利就

体现为各项劳动权利的实现和保障、劳工的组织化权利的落实；公民权利是

工人阶级形成的前提条件，劳工阶级的出路在于形成自主的社会力量。工人

的公民化过程，劳工权利亦即公民权利的获得与保护是解决劳资矛盾和转型

正义的根本途径。就劳工问题而言，以能动社会的建设为先导，同时推进公

民社会的建设，也许更为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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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农民工”这一概念在学术研究和社会上有许多争议，有观点认为这一指称带有歧视意涵，

应替换为“工人”或“新工人”。但本文认为，所谓歧视源自于这一群体的户籍身份，是体制性

地位低下，而并非来自称谓本身。“农民工”概念恰能呈现出这一不无悖谬的体制位置，对此

不应予以遮蔽。还应指明的是，农民工的英文应该是狆犲犪狊犪狀狋狑狅狉犽犲狉，而不是犿犻犵狉犪狀狋狑狅狉犽犲狉

（移民工），他们因体制限制未能真正移入城市，不能视作“移民工”，而“农民工”正是他们身份

和地位的制度性本质。

一、经典理论不曾面临的问题

中国工人阶级的退场与再形成是伴随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社

会事实。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人到今天已然成

为劳工主体的“农民工”１群体，面对中国社会重大而紧迫问题的社会

学研究有必要“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沈原，２００６）。

有关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工人阶级的研究论著构成了社会学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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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重要资源，然而这些研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典理论面对今

天的中国农民工问题都难以提供现成的解释，或者，我们可以说经典理

论遇到了新的问题、新的挑战。

当２１世纪的中国已然成为“世界工厂”之时，一个世界上最为庞大

的劳工群体也正在形成之中。其构成通常被认为主要有两个部分：一

部分是农民进入城镇务工成为工人的“农民工”，另一部分是原有国企

工人转变而成的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人和因制度转轨而失业下岗的工

人，而作为农民工第二代的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更是以其相对于父辈

的鲜明特点跨入劳动力市场。这些特点决非仅仅来自于年龄的差异，

而是全面呈现出“新生代”作为一种制度范畴，与乡村、城市、资本和国

家所具有的不完全相同于上一代的关系类型，而这也决定了他们在行

为、表达、动机和观念方面的明显特征。具体而言，与老一代相比，新生

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有了很大提高，而且有相当比例的人是直接从

学校进入工厂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的联系相对薄弱，务农经历很少

甚至根本没有务农经历；他们与城市的关系更强，消费习惯、生活追求

和价值观都与以农村为根的父辈大相径庭；新生代农民工与企业和国

家的关系也有较大的变化，权利意识更强，对社会不公正更为敏感；他

们会主动向企业争取利益，向国家要求权利。与城乡、企业和国家的新

型关系界定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这一群体特征也导致了他们

在权利表达上的新特点。这不仅表现为年轻工人更频繁地发动和广泛

参与各种抗争行动，而且还表现在其斗争策略、动员手法、与社会各界

互动方式等的转变上，特别是其利益诉求的变化和提升。例如，珠三角

地区一些代工厂的年轻工人开始基于市场变化和行业利润，要求分享

更多的劳动成果，维权诉求转变为利益诉求；他们更为深切地感受到自

组织过程中的制度障碍，从而强烈要求重组或建立企业工会，落实工资

集体协商制度等（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

２０１３）。

面对新时代的劳工问题，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经典理论遭

遇“中国特色”的诸多挑战。

１．工资问题

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分析了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是怎样表现为它的

转化形式，即表现为工资的。作为雇佣劳动关系的产物的工资，是在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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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市场中根据劳动力生产费用和劳动供求关系而形成的。但无论是

计时工资还是计件工资，都是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只不过以工资的形

式加以掩饰（马克思，１９７５：５８５－５９３）。通过对劳动时间的分析，马克

思（１９７５：２５８－２７１）力图揭示资本如何靠榨取剩余劳动、剩余价值而获

得资本增殖的“秘密”。然而，马克思试图用以解释资本家是如何通过

工资形式及剩余劳动时间获取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理论却无

法解释今日的中国农民工，特别是建筑业农民工所面临的困境———不

仅是低工资的问题，也不仅是劳动时间的问题，而是不能“按月结算”领

取工资，甚至干满一年都拿不到工钱的问题。从２０１３年调研总体样本

来看，工地上按月结算工资的比例仅为１９．９％，不足１／５。成都市和沈

阳市“按月结算”的比例较高，而首都北京的比例最低，仅为５．５％。在

过去的一年中，未经讨薪而结清工钱的比例为４６．６％，其中郑州的比

例最低。此外，有１２％的工人没有拿到一分工钱。可见，建筑业拖欠

工资的现象依然严重。２值得注意的是，拖欠工程款导致工人无法按时

领取劳动报酬的不仅是资方，还时常是政府项目。这类欠薪问题是经

典的劳工研究理论也不曾面临的。

２．参见：潘毅、吴琼文倩．２０１３．一纸劳动合同的中国梦———２０１３年建筑工人劳动合同状况

调研（未刊稿）。

２．劳动力再生产问题

马克思的劳动力再生产理论指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和

再生产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必要

劳动时间，就是劳动者完成简单劳动力再生产的那部分时间，包括劳动

者自身劳动能力的恢复和持续，劳动技能的培养和提升，新的劳动力的

补充和增加等。由此不难得知，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不仅包括工人自

身体力和脑力的再生产，还应扩及他们的家庭，包括其医疗、社保、住

宅、子女哺养教育、老人赡养等费用。但中国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

农民工，大多背井离乡，只身来到城镇工作，得到的常常是最低工资收

入水平的报酬，只包括他们自身最基本的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而并不

足以覆盖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成本。更因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所限，

他们无法作为移民工人真正容身于他们所向往的城市，而是往来于城

乡之间，形成了每年春节期间候鸟迁徙般的大规模人口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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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劳动力供给问题

根据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经济学理论，劳动力短缺情形的出现可能

成为迫使资本提升工人工资、改善劳动待遇的契机，但是在中国，比如

东南沿海地区曾经出现的“民工荒”却并未迫使资本提升工人工资和待

遇，也并未带来工人处境的改变或者有利于工人的改善。这一情形仅

仅用劳动力供求关系理论无从解释，其原因当从“中国特色”中寻找。

４．阶级斗争与工人阶级形成问题

现实告诉我们，无论是马克思（１９６１）的以“生产”为中心环节，在生

产过程中的结构位置和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剥削本质导致工人对资产

阶级的阶级斗争，并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的分析，还是将“市场”

置于核心位置，认为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将会伴随着工人运动的再次

勃兴而达到高峰的波兰尼模式（波兰尼，２００７），抑或汤普森（２００１）的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更多地强调生产过程以外的那些复杂的社会

因素、文化因素和价值观对工人阶级形成的作用，都无法直接回答这

样的问题：中国市场化的改革与开放已经３０多年了，为什么未见工人

阶级的形成或者工人任何形式的组织化过程？为什么富士康的青年工

人宁可选择跳楼自杀都不进行积极的表达与抗争？工人的各类抗争行

动为什么经常无效？在工人遭遇困境之时，工会在哪里？工会又在做

什么？总而言之，中国工人阶级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二、“中国特色”：权力与资本的独特结盟方式

回答上述问题，须具有社会结构性视角，即从作为结构力量的权

力、资本和劳工的关系与互动入手，方能看到中国劳工问题的本质。劳

资之间关系的紧张和冲突是经济活动中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但是少有

国家和地区达到中国大陆这样的程度：劳工与资本之间关系极度失衡，

一方极弱，一方超强，力量、能力和资源占有等方面非常悬殊，致使协商、

谈判与对抗等博弈过程无从进行，甚至博弈一词用在此处都显得过于奢

侈。我们需要分析不同力量之间何以形成如此巨大的差异，劳工为何如

此之弱，资本为何如此强大和蛮横，其力量和资源来自何处。

１．工厂专制政体下的管理模式

布洛维（犅狌狉犪狑狅狔，１９８５）在《生产的政治》一书中提出并且系统地

论述了“工厂政体”。按照他的界定，“工厂政体”包括了对工厂和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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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的四个基本维度：第一，劳动过程；第二，劳动力再生产模式；

第三，市场竞争；第四，国家干预。这四个环节把微观的工厂场景与宏

观的制度背景勾连起来，它们共同作用，塑造了劳资关系的基本特点以

及工人的行动方式和行动能力。这四个基本维度可以为我们理解中国

的劳工问题提供概念和理论借鉴。

以“工厂专制政体”的概念工具透视当代中国的劳资关系和农民工

的抗争方式，至少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看法：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就业的大

多数工厂政体都属于典型的“工厂专制政体”，以发生多起跳楼自杀事

件的富士康为代表，而远未达到“制造甘愿”的霸权政体的阶段。不加

掩饰的压迫和剥削是资本治理农民工的主要方式（犅狌狉犪狑狅狔，１９８５：５；

犔犲犲，２００７；沈原，２００７犪：１６４－１６５）。

准军事管理体制下的车间管理模式与宿舍管理模式是工厂专制政

体的突出表现。以富士康为例，堪称“准军事化的工厂专制主义政体”

的典型，它至少具有四个显著特点：第一，高强度的劳动过程、超长劳动

时间和低廉的工资；第二，工人宿舍位于厂区之内，成为车间专制政体

的延伸；第三，除生产线上的工作关系外，工人之间的其他社会纽结几

近全部毁坏，从而造成工人孤独冷漠的原子化状态；第四，准军事化的

非人道管理（潘毅等，２０１１；郭于华等，２０１１）。

３．参见：“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２０１０．“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网址：

犺狋狋狆：／／犻狋．狊狅犺狌．犮狅犿／２０１０１００９／狀２７５４８９８３９．狊犺狋犿犾。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发布的《“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３分析

探讨了富士康的劳动管理体制，即以高强度、超时生产、低工资和低消

费成本来达到生产效率及利润的最大化；通过暴力规训、意识灌输及分

化工人来消解工人的反抗力量；以牺牲工人的尊严、健康甚至生命为代

价的管理模式。在富士康，工厂、饭堂与宿舍等生活区，甚至工厂以外

的社区，都不过是生产车间的延续，是工厂低成本运行的体现，都被牢

牢掌控在富士康帝国的版图之内。这种生产车间与宿舍管理紧密结合

的工厂体制构成了庞大的、中国所特有的宿舍劳动体制（潘毅，２００７）。

这也是“富士康帝国”存在的秘诀，它最大限度地利用工人的劳动力，规

训着工人的肉体与精神，塑造着工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对工人进行

２４小时“全景敞开式”的控制。这样的管理体制直接造成工人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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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集体性心理创伤。这种极为严苛的专制主义工厂政体导致的结果

是，工人不仅被商品化，更被原子化。原子化的工人被剥夺了采取集体

行动的各种资源，只能采取消极的表达与反抗方式，自杀则是选择用生

命来表达无声的也是最绝望的反抗。

我们必须意识到，富士康这类劳动管理体制的形成不仅是富士康

企业本身的“杰作”，更离不开跨国资本与权力的支持。出口导向型经

济发展模式是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一政策通过维持劳动力的低工

资和低权益，吸引国内外资本投资，富士康企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实现

了赢利的快速增长；而与此同时，跨国资本的获利本性和运作逻辑将富

士康置于利益链条的末端，只对其支付最低廉的代工费，４使这类“代

工帝国”为了获取微薄的利润转而更残酷地压榨工人。可以说，是跨国

资本、权力和代工企业联手将工人迫入悲惨的境地。

４．参见《２０１２年度“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报告》关于苹果公司的部分，原文见犺狋狋狆：／／

狆犮犻犮．犿犲狉犪犵犲．狌犮犻．犲犱狌／狆犪狆犲狉狊／２０１１／犞犪犾狌犲＿犻犘犪犱＿犻犘犺狅狀犲．狆犱犳；亦有媒体曾经报道富士康与苹果

公司达成共识，后者将向前者提供２％的补贴，即增加２％的代工费，以缓解富士康给工人加

薪带来的成本压力，网址：犺狋狋狆：／／狑狑狑．狔犻犮犪犻．犮狅犿／狀犲狑狊／２０１０／０６／３５７５３０．犺狋犿犾。

５．布洛维（犅狌狉犪狑狅狔，１９７６）在研究南非、美国等地的移民工人时，提出了“拆分型生产体制”这

一概念。关于中国农民工的拆分型生产体制的进一步讨论，可参见沈原，２００６。

６．“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亦成为当今中国的重大社会问题，此处暂不论及。

２．“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

劳动力再生产包括劳动力的“维持”（犿犪犻狀狋犲狀犪狀犮犲）和“更新”

（狉犲狀犲狑犪犾）两部分。前者指的是劳动者恢复体力和脑力的过程，后者则

包括一系列劳动力代际更替的安排，如赡养老人、抚育子女等。一般而

言，劳动力的维持和更新两部分应紧密结合，在同一时空条件和相同的

制度背景中进行。然而在中国，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却被拆分

开了：５农民工个人体力和脑力的恢复是在工厂／城镇中实现的，尽管

这往往只是以拥挤的住所和粗劣的饭食为特征的劳动力的低水平“维

持”，而劳动力的代际“更新”则是在这些农民工的来源地，即乡村老家

中实现的。具体来说，农民工的父母子女留在了生活成本较低的农村，

成为“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６农民工家庭中的老人赡养和子女抚

育也仍然需要部分依靠农业生产来实现。将农民工和他们的父母子女

分开，不但可以有效降低工业生产成本，以廉价劳动力来推进工业化，

而且可以减少城市的负担和压力。也就是说，农民工的日常生活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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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代际更替被拆分在城市和农村两个不同空间中进行，而以户籍制度

为核心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的城乡二元结构强化了农民工劳动力再

生产的这种拆分体制，低工资收入、低社会保障、城市—农村双向依赖、

强迫流动等构成其主要特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新生代农民工研究”

课题组，２０１３）。这种“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制度使农民工家庭陷入

了巨大的困境，也导致了农村社区空巢化和凋敝的趋势，但却受到以最

大限度获取利润为目标的资本的偏爱，也被发展主义取向的国家所青睐。

“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将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

的完整过程分解开来。这种再生产模式确保了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

在过去的３０年内将全球范围内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过来，推动

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国家则通过一系列规制安排和政策措施，

如户籍身份制度、高考招生政策、农民工子女就学政策、对劳工集体组

织争议权利的约束等延续和固化了这种模式。

３．政府帮企业解决用工短缺问题

通常情况下，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出现变化会带来劳资关系的变

化与相应调整，企业用工量很大而工人相对不足本应是有利于工人提升

自身价码、改善待遇的机会，也是企业产业技术升级的契机。然而，在中

国东南沿海等部分地区虽然已经出现“民工荒”，这种机会和契机却并没

有出现，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并以行政手段帮助企业招工。

解决用工短缺的一个主要作法是政府将招工作为重要任务，招工

指标层层下派，为此甚至不惜投入大量的公共资源为招工企业服务。

例如，在河南省，政府将富士康的用工需求作为招工指标进行分解，层

层下达给各级政府作为重要任务，并在财政上给予大量补贴。２０１０年

９月，河南省政府下发题为《河南省扶贫办关于富士康科技集团在我省

贫困地区招聘培训员工工作的通知》的文件，以扶贫的名义将为富士康

招工的任务下达给各级地方政府。文件显示，当年的９月、１０月两个

月内为富士康完成招工人数２万人，招募对象主要为职业学校在校的

实习生以及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为了完成招工任务，该文件还规定

了招工的奖励措施，其中，职业介绍补贴为每人２００元，发放给职业介

绍机构，就业人员每人给予６００元生活补贴，同时省政府还对组织人员

到富士康工作和实习的单位给予奖励，仅前两项补贴合计就高达１６００

万元。在安阳、南宁、重庆、成都等富士康新建厂区，调查也都发现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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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情况。７地方政府以促进就业、实习、扶贫等名义，投入大量的公共

资源，其目的不过是配合招商引资，为富士康的投资落户提供大量廉价

的劳动力供应。

７．参见：“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２０１０．“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网址：

犺狋狋狆：／／犻狋．狊狅犺狌．犮狅犿／２０１０１００９／狀２７５４８９８３９．狊犺狋犿犾；“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２０１２．

２０１２年度 “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报告．网址：犺狋狋狆：／／狉狅犾犾．狊狅犺狌．犮狅犿／２０１２０４０６／

狀３３９９３４６７１．狊犺狋犿犾。

８．参见：“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２０１０．“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网址：

犺狋狋狆：／／犻狋．狊狅犺狌．犮狅犿／２０１０１００９／狀２７５４８９８３９．狊犺狋犿犾。

另一做法就是地方政府通过教育主管部门迫使职校、技校学生以

实习为名进入企业打工，使其成为企业的廉价劳动力。仍以富士康为

例，在用工短缺的情况下，无论是富士康还是地方政府，都不约而同地

将目光投向职业学校，因为那里有数量可观、年轻廉价的劳动力聚集。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职业学校隶属于教育行政系统，更加有利于政府用

行政命令的方式将招工指标下达至学校并要求其完成。对于职业学校

来说，他们一方面通过向富士康输送学生工而获得不菲的财政补贴和

奖励，同时也完成了就业指标，兑现了就业承诺。而作为职业技术学校

的学生，则基本上必须服从学校的安排，因为他们是以“实习”的名义被

送进工厂的，而实习是教学内容的规定组成部分，尽管这里所谓的实习

与他们所学专业经常毫无关系，也无益于他们提高自身的职业技能。

２０１０年，调研组在深圳、昆山、太原、武汉的调查发现，富士康的生产车

间在大量使用学生工。２０１０年暑假期间，约有１０万名在校学生被派

往深圳富士康实习；同一时间，昆山富士康的学生实习工约为１００００

人，约占整个厂区员工数的１／６；在重庆，１１９家职业学校承诺将学生派

往富士康实习。一些被迫参加实习的学生指出，职业学校已沦为职业

中介，而地方政府亦成其幕后推手。这一方面极大降低了富士康的招

募、管理和人力成本，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其弹性化的用工需求，职业学

校亦从中牟利，而学生们却将本应用来学习的时间和体力、青春消耗在

一条条流水线上。８

政府作为推手帮助企业招工，其弊端显而易见：其一，公共资源被

滥用。为一些特定的企业服务，这不仅损害了纳税人的权利，也不利于

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其二，政府将企业招工这一经济行为行政化，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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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了作为教育机构的职业技术学校的商品化，使之沦为代工企业的职

业中介。其三，政府直接插手劳动力市场，阻碍了劳动者权益的提升。

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若出现劳动力供应紧张，应导致工资的上涨，对于

普通工人来说，这本是提高收入、改善待遇的良好契机，然而，地方政府

的强力介入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这一进程的发生；纳税人的税款和本

应属于工人的收入，就这样被制度性地用来为资本逐利服务。资本与

权力的结盟，无过于此。

４．工人抗争遭遇“维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常见的劳资矛盾中，劳工一方往往在经济、政治

和社会资本方面都处于显著劣势，劳资双方的博弈难以形成。在双方

力量和资源极不相称的情境下，罢工或走上街头常常是工人仅有的、最

后的但也是最为有效的表达诉求和施加压力的方式，有此压力存在才

有可能迫使资方回到谈判桌前，使协商、妥协、讨价还价成为可能。而

现代劳工运动也证明，只要充分明晰了罢工的程序和规则，将其转变成

常规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便是大规模的罢工、示威等抗争活动也不

会对社会的基础秩序造成整体性冲击，反而有利于及时释放和消解掉

那些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的紧张和怨恨。然而，在中国的“维稳”体制下，

工人任何有组织的行动都被视为不稳定因素而要求消灭于萌芽状态，

甚至已经处于生存绝境的工人，例如尘肺病农民工要求诊断、治疗和赔

偿的生存权的表达都被压制和消灭（沈原等，２０１０）。９这种高压锅式的

“维稳”非但无益于劳资矛盾和利益冲突的缓和与解决，反而为矛盾的

积累和爆发火上浇油，而且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劳资关系的不平衡乃至

整个社会的不公正。

９．另可参见：赵洪杰．２０１１．尘肺病鉴定马拉松．《南方日报》（９月２６日）．

１０．引自工人发言，“‘五一’中国基层工会建设与企业民主管理研讨会”（２０１３年５月１日，北

京）。

５．工会问题

工会到底姓什么？这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中国却是真正的问

题：在上层，工会姓官，即自上而下的科层行政机构；在基层和一些企业

中，工会可能姓官，也可能姓资，而唯独不姓劳。有些企业工会负责人

同时担任中层管理人员，一线工人甚至有这样的描述：“工会主席不是

老板娘就是老板的娘”。１０就此而言，在今日从一般意义上讨论工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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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官僚化问题在中国语境下就不是一个真问题的探讨，如果去了官僚

化就等于去了工会。

就工会职能而言，工会究竟是如工人所言的“摆设”还是对付工人

行动的一种机制？１１这也是一个问题。以富士康为例，在企业发生多起

青年工人跳楼自杀事件后，工会不是首先了解工人困境，寻找解决之

道，而是配合资方，出面组织万人誓师大会和类似嘉年华的活动，要求

工人签署承诺不自杀保证书。１２在某些企业发生工人以罢工方式要求

增加工资的事件中，出手殴打工人的竟然是工会人员（汪建华，２０１３：

１２５－１２６），这时的工会甚至成为帮助资本压制和驯服工人的工具。

１１．参见：《工会是集团形象的一个幌子》，一位富士康工人在“‘五一’中国基层工会建设与企

业民主管理研讨会”上的发言（２０１３年５月１日，北京）。

１２．参见：彭勇，《富士康举行万人誓师大会抚慰员工》，载新华网（２０１０－８－１８）：犺狋狋狆：／／

狀犲狑狊．狇狇．犮狅犿／犪／２０１００８１８／００２３１４．犺狋犿。

１３．引自建筑工何师傅在“‘五一’中国基层工会建设与企业民主管理研讨会”上的发言（２０１３

年５月１日，北京）。

工会性质的确定，工会职能的落实，关键在于工会是工人自组织的

还是被组织的。官方工会或企业主导的工会都不是工人的工会，当然

也不可能是为工人说话办事的工会，而工人想要有自己的工会却又遇

到中国特有的相关制约而不能成立。在一些行业和企业中，工人要求

参加现有工会甚至都遭到拒绝：“我们要参加工会却被拒绝，理由是我

们是劳务工，拿的是劳务费而不是工资，拿工资的才是职工，才有资格

参加工会”。１３没有合法的属于工人的工会组织，作为原子化的工人当

然很难为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资方进行谈判、协商和进行有组织的抗争。

这也是造成非预期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甚至暴力冲突的原因之一。

三、阶级的形成与社会的生产

中国劳资关系的紧张冲突和劳工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与资本

的强强联合，在这一权力格局中，工人的极度弱势恰恰缘于他们公民权

利的缺失，包括最基本的知情权、结社权和表达权。农民工不是作为公

民而存在意味着整个社会公民权利的缺失。劳工的制度性位置决定了

他们的行为与表达方式，由于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正式抗争，利益诉求的

表达缺乏正式和有效的渠道，工人往往只能采取“以脚投票”等相对消

极的反抗方式（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农民工就业趋势研究”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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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甚至是自杀这种极端方式。

１．工人缺少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劳工之弱，弱在能力，而能力不足源于基本权利未能得到保障。以

签订劳动合同一事为例，自２００７年以来，“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就

开始关注４０００万建筑工人的劳动状况，尤其是拖欠工资、工伤、职业

病拒赔、维权无门等问题，这些问题无不与劳动合同的落实紧密相关。

劳动合同法已出台五年，而整个建筑行业的用工状况依然凌驾于法律

之上，一线建筑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的很少，各地平均签订率只有１７．４％，

其中成都为１４．５％，武汉为１２．１％，沈阳为１４．９％，最低的郑州只有

６．８％，相对比较高的北京也只有３２％。１４建筑业农民工的工资长期严

重拖欠，年年发生各类讨薪事件；建筑业农民工的工伤保险覆盖率也极

低，工伤维权与职业病维权难上加难；劳资关系恶化，冲突加剧，暴力事

件时有发生。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农民工手上没有劳动合同，劳动关系

不被承认，劳资双方依法解决纠纷的途径被堵塞。签订劳动合同，确认

劳资双方的契约关系，是劳动者的基本人权，是安全、有尊严地劳动并

获取相应劳动报酬的法律保证，如果连这一权利都不能落实，遑论工人

的社会地位和其他保障。

１４．参见：潘毅、吴琼文倩．２０１３．一纸劳动合同的中国梦———２０１３年建筑工人劳动合同状

况调研（未刊稿）．

在一定程度上，世界工厂的“中国特色”即秦晖（２００８）所称的“低人

权优势”，其结果必定是资本与权力双赢，而劳工则满盘皆输。资中筠

先生曾讲过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前几年一次会议，我碰到一个德国人，他说中国将要成为

世界经济的引擎。会后我跟他说，你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发展，

中国还有很多困难。他说，你们连工人的工资都可以不发，我

们怎么竞争得过你们？！

走出劳工困境，须从落实工人的公民权利入手。首先要在工厂中

落实农民工的“企业公民”身份。“企业公民”是指工人在工厂中不仅是

劳动者，受到相应的管理和约束，而且还享有“公民权利”，有权就签订

劳动合同、工资、工时、工作条件和其他相关问题提出诉求。企业公民

权利包括很多内容，但在当前，最重要的权利之一就是集体议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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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民工生产体制”中，集体议价机制的缺失导致农民工的工资水平

长期以来处于低水准状态，难以反映市场用工、物价水平、企业利润等

方面的变化，阻碍了工人通过程序正义实现自身利益。调查发现，尽快

开始为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落实“企业公民”的权利已有可行条件，因为

农民工自身素质已有极大提高，很多工人开始利用互联网及各种渠道

获取企业和行业相关信息，特别是查询法律知识并认真汲取其他企业

在工会运作和集体谈判方面的经验。此外，基于经济诉求的行动更容

易保持在平和、理性和可控的状态。在推进集体议价—谈判机制建立

的同时，工人参与和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工会的权利，通过施加压力如罢

工等进行合法正当表达的权利也需同时推进。

２．城乡二元制度确定了农民工的结构性位置

长期以来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农民、农民工“二等国民”的身份地位，

即制度性地位低下。前述各类劳工困境包括低工资、欠薪和讨薪、“工

厂专制政体”、非人道管理、“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工会问题和组

织化维权困境等，无一不与农民工的制度性弱势身份直接相关。除此之

外，城乡分割的体制必然造成全局性的影响：农民工非正常的家庭生活，

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问题，每年春运时节的交通困境，城市社会治安问

题，等等，无不与此密切相关。试想一下，超过２．５亿的劳动力大军加上

他们的家庭人口，如此庞大且占全国人口相当比例的人长期处于不正

常、不稳定的生存状态中，这在任何一个国度都是难以想象的。

解决这一结构性问题，要在城市中落实农民工的“社区公民”身份。

“社区公民”身份主要指农民工有权享受所在地城镇居民所享有的各种

社会福利，这包括农民工及其子女有权在城市中平等地享受包括教育、

医疗、住宅等在内的各种公共服务。要完全实现农民工的“社区公民”

权利当然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只能逐次推进，但是从现在开始就要

努力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包括制度安排的考虑和各项具体的政策设计。

近年来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爆发的一些激烈的群体性冲突已经表

明，为从根本上化解当前困境，为新生代农民工落实此种“社区公民”所

应享有的权利已是一项不容拖延的任务（马歇尔，２００７；清华大学社会

学系“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２０１３；苏黛瑞，２００９）。

在劳工研究中，“劳动过程”、“工厂政体”、“专制与霸权”、“工人阶

级形成”等分析性概念都可用于“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过程，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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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利”与“公民社会”概念当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原因在于，非公民存

在状态的工人只能是孤独、冷漠、无助的原子化个体，无从成为阶级成

员。当代农民工对资本与权力双重剥夺和压迫的抗争也必然成为工人

争取基本权利，即劳工三权———团结权、集体谈判权与集体行动权，并藉

此改变失衡的劳资关系和“中国制造”发展模式的动力机制。这一转变

除了能为农民工赋权，使之在有组织的抗争过程中从“自在的阶级”转变

成“自为的阶级”，同时也是产业转型与升级和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

需要。而如何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使农民工在成为“企业公

民”与“社区公民”的过程中形成中国的新工人阶级，也是社会转型的题

中应有之义。

我们注意到，在工人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为保护和争取合法权利

的抗争过程中，新媒体技术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这些年轻的工

人除了以最大限度、最小成本、最有利于自己的策略利用信息技术，有

效地进行交流和表达外（犌狌狅犪狀犱犆犺犲狀，２０１１），还特别有意识地在抗

争过程中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使之成为他们表达与行动、争取自己合

法权益的重要手段。已有研究发现，新工人通过有效使用互联网和手

机等信息技术，将已有的同学、同事、老乡、朋友等关系编织成有机网

络；互联网上丰富的信息催生出工人新的诉求并提升了他们的参与意

愿；抗争信息的向外传播又刺激并影响着更广泛的抗争行动（汪建华，

２０１１；吴铭，２０１３）。尽管新媒体技术有利于工人的自组织过程，但作为

一种新的传播与交往方式，能否突破体制屏障，穿透社会结构性制约，

仍然有待深入的观察和分析。

３．工人阶级与公民社会的关系

世界劳工运动的历史和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劳工的真实处境，已

经向我们提出了工人阶级形成与公民社会发育的重要问题。

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犜狌狉犪犻狀犲，１９８１：１１－１２）认为，由于后工业

社会的来临，工人阶级正在从政治舞台上隐退，“工人运动的衰败”使其

不再是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因而社会运动研究者的迫切

任务就是要寻找新的社会运动主体，并发现“新社会运动”。美国劳工

研究的代表人物布洛维（犅狌狉犪狑狅狔，１９８５：５）更是指出当前世界劳工研

究的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工人阶级的历史意义似乎正日渐丧失，关

于革命工人阶级的假设被认为在理论和哲学上都负担过重……我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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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对工人阶级说‘再见’，转而拥抱来自公民社会的新社会运动。”布洛

维在西方社会学有关劳工问题的“双重危机”中，仍然坚持肯定工人阶

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支持生产中心性的立场和观点（沈原，

２００７犪：１６４）。这些变化趋势和担忧也同样是“世界工厂”背景下中国劳

工研究所面临的重要现实议题和理论问题。

前文所述的中国劳工问题的严峻性，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形成，并不

能因为国际学界惊呼中国正在成为一座“世界工厂”———中国正在形成

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沈原，２００７犪：１６５），而就不成其为问题。

沈原（２００７犪：１７３－１９１）在《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一文中首先

关注到波兰尼的“能动社会”理论以及“社会分析”与“阶级分析”的关

系，进而在《社会的生产》一文中，又探讨了市场转型期的三大阶级，即

农民、工人和中产阶级通过各自的维权抗争，生产出片断的、零碎的公

民权，如劳工从维护“劳动权”走向公民权的过程（沈原，２００７犫：２９３－２９７）。这

一分析首次将中国工人阶级研究与公民权理论联系起来。潘毅和卢临晖

等的研究用“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加以描述

（潘毅等，２００９；卢晖临、潘毅，２０１４）。所谓“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是指

保留了小块土地的农民工家庭实际上仍保留着小私有者的尾巴，这使

得他们不可能像经典意义上的无产者阶级那样一无所有，可以彻底地

融入工业生产体系和城市生活。进而，中国农民工无产阶级化的过程

和路径决定与塑造着中国的新工人阶级。但这些研究并未充分探讨在

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与转型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公民社会的生

成有着怎样的关系。

如果我们着眼于上文所述的“中国特色”的“世界工厂”中农民工群

体的真实处境和造成其弱势的结构性原因，就不难理解，新工人阶级不

会随着资本的全球化和中国的“世界工厂”化而自然形成，农民工的“未

完成的无产阶级化”乃至完成的无产阶级化都不是促成或制约中国工

人阶级形成的根本要素。中国劳工在成为真正的公民并享有公民的基

本权利之前，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或者说，对工人而言，

公民的基本权利就体现为各项劳动权利的实现和保障以及劳工的组织

化权利的落实。可以说，公民权利是工人阶级形成的前提条件。

在各项劳工权利中，表达权和结社权尤为重要。此二者是劳资双

方建立有效的利益博弈机制、均衡劳资关系的重要渠道。首先，目前一

·３６·

世界工厂的“中国特色”



些地方已经开始尝试的“工资共决”，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

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使工人有权利、有能力参与有关切身利益的

工资、加班、劳动时间、劳动条件、劳动保护等事项的决定过程，通过谈

判、协商、讨价还价、合法抗争等方式实现自身的合法权益。第二，建立

劳资双方利益博弈机制的组织建设是工会职能的转变与落实，这要求

把宪法规定的公民的结社权落到实处。工人应该有属于自己的、能够

真正代表其利益的工会组织，这应该是现有工会组织职能的转变，同时

也是现有工会体系在基层工作场所的延伸和具有功能，如若这两点都

难以做到，则应允许劳动者自发组织工会。有组织的力量才能使劳工

的利益诉求得以凝聚和表达，使弱势的劳方具备与资方谈判的能力，并

在必要情况下通过有组织的、合法的抗争向资方施加压力，使劳资双方

的利益和权利得到适当的实现和保证。第三，要承认罢工的合法化。

由于掌握的资源和权力的差别，劳资双方力量悬殊，作为弱势群体的劳

动者一方，有时只能把唯一的资本———劳动作为其维权的手段，即通过

罢工获得应有的经济权益，包括工资和福利待遇等。就国际范围而言，

罢工是工人用和平方式维护其权利的最后手段。此外，罢工作为一种

施压机制，也有利于平衡劳资双方的力量，促使谈判、协商机制得以运

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２０１０犪，２０１０犫）。上述劳工

权利的实现，本身亦是争取公民权利、建设公民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综上所述，改变“低人权优势”的发展模式，更要靠工人自组织的力

量和社会的力量，这需要波兰尼（２００７）意义上的“能动社会”（犪犮狋犻狏犲

狊狅犮犻犲狋狔）的建设。所谓“能动社会”，是指与市场扩张相抗衡的社会的自

我保护运动，面对市场的侵蚀和资本的膨胀，社会本身展开动员，产生

出各种社会规范和制度安排，诸如工会、合作社、争取减少工作时间的

工厂运动组织、争取扩大政治权利的宪章运动以及政党的初步发展等，

以此来抵御和规制市场。就中国社会的现实而言，以能动社会的建设

为先导，同时推进公民社会的建设，也许更为可行。劳工阶级的出路在

于形成自主的社会力量。

不是被册封的“领导阶级”，而是能够主张自身权利的“自为阶级”；

不是“未完成”或者已完成无产化的弱势群体，而是能够把握自己命运

的自主的社会力量；不是被组织、被赋予阶级头衔的劳动人群，而是自

组织并在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抗争中成长为公民社会主体的工人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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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简而言之，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形成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当是同

步进行的过程，或者说，劳工运动本身就是公民社会建设的重要构成部

分（郭于华，２０１３）。工人的公民化过程，劳工权利亦即公民权利的获得

与保护是解决劳资矛盾和转型正义的根本问题，而这一转型的进程将

表明：中国工人阶级不再只是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它将成为一个有能

力自觉地干预历史进程的社会主体力量。就此而言，劳工阶级的出路

也是整个中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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